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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前後出版的兩套德育教科書中，榜樣人物存在重大差異，表現為榜樣的嬗變。教科書

內容的這一變化，反映了中國大陸小學德育理論基礎的轉向，預示著德育過程各個方面的深刻變革。榜樣

的嬗變是德育課程改革的獨特景觀，成為中國大陸小學德育教科書改革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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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樣是對某種行為或品格具有示範作用的

人。學生通過觀摩榜樣的行為和品格來瞭解行

為規範、型塑品格，這是學校德育的基本方

法之一。實際上，“教”在中國古代有“上所

施、下所效 (《說文解字》)”的意味；國外如

Fenstermacher(1990)、Oser(1994) 也認為榜樣法

是基本的德育方法之一。過往已經有過一些對中

國學校德育中的榜樣法的介紹，例如 Reed(1996, 

1998) 對雷鋒的介紹。在這些作品中，榜樣被認

為是與常人不同的英雄人物、模範代表，甚至是

一個“由政府炮製出來的英雄”(Schnell, 1993)。

  中國大陸在 2001 年開始新一輪基礎教育課

程改革。按照課程改革的規劃，小學仍設置德育

學科，只是將此前的“思想品德”改為“品德與

生活”、“品德與社會”與“思想品德”相比，

新設置的“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在德

育過程的各個方面都有許多變化，尤其是德育學

科應用的榜樣。這種嬗變，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

中國小學學科德育課程改革的整體方向。本文即

試圖描述這一嬗變過程，並透過這個視窗嘗試揭

示中國小學德育理論基礎的轉向。

一、榜樣的嬗變：從“英雄”到“普

通人”

  Colby(1992, p.27) 等人區分了三類榜樣：其

一是展示理想道德生活的榜樣；其二是道德中立

的榜樣；其三是並非中立也並非完美的榜樣。其

中，第一類榜樣常常具有常人不具備的品格；第

二、第三類榜樣往往就是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

優缺點。根據這個分類，我們知道榜樣既可以是



某種理想行為、品格的典範，也可能是一般行為、

品格的代表。借用這個分類，我們發現中國小學德

育學科中的榜樣，在此次課程改革前後發生了重要

變化：第一類榜樣，逐漸讓位於第二類、第三類榜

樣。用更中國化的語言來說，榜樣由“高、大、全”

的“英雄”形象，逐漸替換為“生活化”的“普通人”

形象。在教科書中，“英雄”形象常常是以人物的

實際姓名來指稱，是實名榜樣；“普通人”形象則

常常採用化名或者不出現姓名，是非實名榜樣。

（一）德育教科書中榜樣嬗變的綫索

  為說明德育學科中榜樣的嬗變，我們選擇了

課程改革前後的兩套教科書開展研究。這兩套教

科書都是根據當時國家教育主管部門頒佈的國家

課程文件編寫，因此可以在同一水準上進行比

較。同時，兩套教科書的編寫時間間隔近 20 年。

在這期間，中國學校德育發生的重大變化，可能

從兩套教科書的對比中捕捉到。參與比較的教科

書中，前一套教科書根據《全日制小學思想品德

課教學大綱》(1986) 編寫，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

1987-1988 年出版 ( 下文簡稱“上教版”)；後一

套教科書根據《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2002)、

《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2) 編寫 1 ，由人民教

育出版社於 2007 年出版 ( 下文簡稱“人教版”)。

1、實名榜樣的應用

  上教版和人教版都包含一些榜樣人物。其

中，以實名來指稱的榜樣類型大致包括革命領

袖、戰鬥英雄、先進模範、歷史人物、著名科學

家、文學家、音樂家以及運動員等。這些榜樣在

課文的篇目和內容上佔有很大比重。

  具體來說，上教版教科書中以實名作為篇章

題目的課文包括《雷鋒愛同學》( 一上 )、《毛主

席愛孩子》( 一下 )、《王獻之練字》( 二上 )、《專

心的小瑪麗亞》( 二上 )、《雷鋒助人為樂》( 二

上 )、《誠實的小華盛頓》( 二上 )、《宋奶奶愛

孩子》( 二下 )、《優秀少先隊員韓餘娟》( 二下 )、

《堅貞不屈的蘇武》( 三下 )、《抗日愛國英雄謝

晉元》( 三下 )、《反帝鬥爭的英勇戰士——顧正

紅》( 四上 )、《孫中山》( 四上 )、《雷鋒愛人民》

( 四下 )、《列寧參加義務勞動》( 四下 )、《偉

大的領袖毛澤東》( 五上 )、《周總理一心為人民》

( 五上 )。人教版篇章題目不含實名。

  如果將檢索範圍擴展到課文內容中去，則上

教版和人教版中出現的實名榜樣及其年級分佈，

大致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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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教版與上教版教科書中的實名榜樣

上教版 人教版

一年級 毛澤東、雷鋒 （無）

二年級
高玉寶、茅以升、朱德、王獻之、居里夫人、
雷鋒、華盛頓、宋慶齡、韓餘娟

岳飛、董存瑞、雷鋒

三年級
陳明章、楊天照、丁成福、齊白石、陳景潤、
竺可楨、蘇武、謝晉元

徐虎

四年級
楊樂、張廣厚、愛迪生、瓦特、周培源、高士
其、卓婭、舒拉、楊懷遠、徐良、史光柱、張
亞平、徐特立、顧正紅、孫中山、雷鋒、列寧

張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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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門捷列夫、欒菊傑、時傳祥、魯迅、陳毅、
耿長鎖、黃德興、陳嘉庚、毛澤東、周恩來

曾子、黃帝、炎帝、馬本齋、松贊幹布、
文成公主、楊振寧、華羅庚、高爾基、霍
金、麥哲倫、王羲之、齊白石、黃道婆、
畢昇、蔡倫、孔子

六年級 （上教版是五年制教科書）

林則徐、鄧世昌、彭德懷、孫中山、秋瑾、
江姐、楊靖宇、董存瑞、毛澤東、周恩來、
劉少奇、朱德、劉長春、許海峰、劉翔、
鄧亞萍、鄧小平、袁隆平、莫劄特、瑞恩

  表1顯示，上教版各個年級均有很多實名榜樣。

人教版一年級未出現實名榜樣，二至四年級的實

名榜樣也很少。人教版中的實名榜樣集中在五年

級、六年級。可見，在本次課程改革以後，實名

榜樣人物的覆蓋範圍開始集中于高年級。另外，

從榜樣的身份來看，上教版中的許多榜樣人物是

已逝世的革命烈士、革命領袖，例如毛澤東、雷

鋒等。人教版的榜樣人物多是各行業的傑出代表，

其中的科學家例如楊振寧、華羅庚，其中的藝術

家例如王羲之、莫劄特，其中的運動員例如許海

峰、劉翔，相對來說革命烈士、革命領袖比較少。

毛澤東、雷鋒等榜樣在人教版中只出現了一次，

而在上教版中則是在多個年級都曾出現。

  總之，從實名榜樣是否在篇章題目中出現以

及應用實名榜樣的年級範圍，都可以看到在此次

課程改革以後，德育教科書中的榜樣不同與此前。

2、實名榜樣的應用方式

  除了應用範圍以外，兩套教科書對實名榜樣

的應用方式也有不同。其中，上教版以故事作為

課文的主體，從而應用到比較多的人物實名；人

教版很少出現完整的故事，也很少應用人物實名。

  例如，在上教版和人教版教材中，都曾以毛

澤東作為榜樣。對這個榜樣的處理，體現了兩套

教科書應用榜樣的不同方式。上教版《思想品德》

第九冊第二課以毛澤東作為榜樣人物。其中，毛

澤東是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被作為課文內容。

人教版《品德與社會》第 11 冊第二單元第三課

中也以毛澤東作為榜樣人物。而這其中，毛澤東

只是出現姓名，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一道，

被作為“共和國的締造者”來介紹。在人教版中，

這一課的課題為“為了中華民族的崛起”，史料

的時間跨度是 1911-1949。由於課文內容十分豐

富，有關毛澤東的內容在這一課中只佔很小的一

部分。

  實際上，在上教版中毛澤東還出現在一年級

下學期的課文題目中。在人教版中，毛澤東僅在

第11冊當中出現，在課文內容中的比例也很小。

以這個榜樣為例，可以看到上教版的德育教科書

比人教版更重視實名榜樣的作用。

3、非實名榜樣的應用

  雖然人教版教科書中較少出現實名榜樣，但

是並不意味著榜樣在教科書中弱化或消失了。事

實上，與上教版相比，人教版應用了更多的插圖。

這些插圖包含許多虛擬的具有榜樣作用的人物形

象。在課文中，這些榜樣沒有具體姓名，例如人

教版三年級上學期教科書出現了“優秀畢業生”、

作為種田能手的“爺爺”等非實名榜樣。更有趣

的是，人教版四年級上學期有一篇課文題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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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科書與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是一種“一綱

多本”的關係。由於榜樣的嬗變同時也可以在這

些課程文件中找到綫索，所以我們認為對這兩套

教科書的上述對比結果，也大致可以反映當時的

其它德育教科書的面貌。以下簡要報告我們在這

三份課程文件中發現的有關榜樣嬗變的綫索。

  《全日制小學思想課教學大綱》(1986) 分別

規定了低中高三個年級段的“教學要點”。其

中，有關榜樣的規定例如：在低年級要“知道毛

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

長，知道黨和國家現任的主要領導人；”在中年

級要“知道我國歷史上的一些偉人和民族英雄，

學習他們的愛國精神”，“瞭解一些優秀共產

黨員的事蹟，要熱愛中國共產黨。”在高年級要

“知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人，知道創建黨和

國家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學習英雄模

範人物為祖國富強和人民富裕艱苦奮鬥的現身精

神。”“瞭解一些著名的工農業技術革新能手和

科學家的事蹟，學習他們刻苦鑽研、勇於創新的

精神，樹立創造的志向。”這些規定，將革命領

袖、民族英雄、模範人物、著名科學家等列為德

育學科榜樣人物的行列。該教學大綱同時規定，

要“堅持正面教育的原則。要積極誘導，充分運

用榜樣的力量，用革命前輩和英雄模範人物的事

蹟以及學生中的好人好事教育學生。”可以看到，

榜樣人物以及榜樣法得到了該教學大綱的倡導。

  《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2002)、《品德與

社會課程標準》(2002) 都強調德育學科的“生活

性”，要求“以兒童的現實生活為課程內容的主

要源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02b, p.1)，

“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必須貼近兒童的生活 ( 中華

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2a, p.2)”。在這兩份課程

文件中有關榜樣的規定很少。其中，《品德與生

活課程標準》(2002) 在“內容標準”部分規定，

尺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清康熙朝年間的

大臣張英，但是在課文中只是以“這位官員”來

指稱，有意隱去了榜樣人物的姓名。

  這種非實名榜樣在上教版中也已經得到少量

應用。在出現實名榜樣的課文以外，上教版的其

餘課文也是以故事作為課文主體。這部分故事以

一些化名的人物或者乾脆用卡通人物、動物作為

故事的主人公，例如：在四年級上學期有一篇課

文題為《誠實比滿分更重要》，其中的主人公被

化名為“平平”；在三年級下學期有一篇課文題

為《本領要靠自己學》，其中的主人公是哥哥和

弟弟，沒有具體的名字；在三年級上學期有一篇

課文題為《不欺負弱小》，其中的主人公是小猴

子和磕頭蟲，是擬人化的卡通動物形象。

  所以說，人教版中非實名榜樣的應用，並不

是一種新的教材編寫方式。毋寧說是人教版進一

步擴展了非實名榜樣的應用範圍，減小了實名榜

樣的比重。相應地，由於實名榜樣常常代表“英

雄”形象，非實名榜樣常常代表“普通人 ( 包括

卡通人物、動物 )”形象。所以，人教版對非實

名榜樣的大量應用，可以認為是在德育學科中使

用的榜樣形象發生了變化，即從“英雄”到“普

通人”的嬗變。

（二）課程文件中榜樣嬗變的綫索

  參與比較的上教版教科書是根據《全日制小

學思想課教學大綱》(1986) 編寫。該大綱的前身

是 1982 年頒布的《全日制五年制小學思想品德

課教學大綱 ( 試行草案 )》，是中國改革開放以

後頒布的有關小學學科德育的一份重要文件。

參與比較的人教版教科書是根據《全日制義務教

育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2002)、《全日制義務

教育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2) 編寫。與上教

版和人教版教科書同時流通的還有其它備選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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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積極向上”，做到“心中有榜樣，並以此激

勵自己不斷進步”，做到“崇敬人民英雄，為自

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02b, p.8-9)《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2) 規定，

要“瞭解家鄉的優秀人物，向他們學習”，“知

道中國人民，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救亡圖

存的抗爭事例，愛戴革命先輩，樹立奮發圖強的

愛國志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2a, 

p.11-13) 可以看到，榜樣人物在課程改革以後，仍

然在學科德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由於強調

學科本身的“生活性”，所以榜樣的性質也要發

生變化。這與上述德育教科書中的榜樣嬗變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9-2000 年中國大陸已

經發生過 7 次課程改革。每一次課程改革對學校

德育學科課程都有調整。上述有關榜樣嬗變的描

述，沒有對前幾次課程改革中的學科德育課程進

行具體區分。這是假設在此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以前的小學德育學科儘管有差異，但是相互之間

的共同點更值得關注。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榜樣從“英雄”到

“普通人”的嬗變，也同時發生在小學教育的其

它方面。例如，2005年上海的語文教材取消了《狼

牙山五壯士》這篇課文，這一度成為新聞熱點。

許多評論者認為，義務教育段的教科書取消英雄

故事是不恰當的。又例如，一些學校早在 1999 年

前後，就悄悄地取下了少年英雄賴寧的肖像。這

些都是發生在中國大陸小學中的“英雄”被“普

通人”替換的例子。可以說，儘管榜樣的嬗變是

以課程改革的形式，在小學德育學科中得到實

現。而實際上，榜樣的嬗變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

就已經逐漸展開並深入到學校教育的各方面了。

二、榜樣嬗變的初步分析

  在我們看來，發生在中國大陸小學德育學科

中的榜樣嬗變，不僅僅是一小部分教學內容的變

化，而是會帶來長遠的影響。之所以做出這種判

斷，乃是因為這個嬗變反映了中國小學德育理論

基礎的深刻變化。並說明這一觀點，需要對上述

榜樣嬗變略作分析。

（一）倫理基礎與榜樣法

  道義論的持論者 Kant(1899/2002, p.27) 認

為，教育的最大問題在於保持兒童的“自由意志

(free will)”。他提出的教育目的是發展人的“智

慧 (mental faculties)”，並認為“如果依靠榜樣、

威脅或者懲罰之類的東西，所有的道德訓練都會

被搞糟 (Kant, 1899/2002, pp.76-79)”。可見，作

為道義論的學宗，Kant 對於榜樣的看法是負面

的，認為唯有智慧可以讓人理解規則。採用 Kant

等人的道義論倫理學作為理論基礎的道德發展階

段理論，也對榜樣持負面看法。Kohlberg(1985)

十分強調人的道德判斷能力的發展：重要的是

如何做出道德判斷，而不是道德判斷的結果。

Kohlberg(1972) 批評了選擇教育目標時的“美德

袋 (bag of virtue)”法。在這裏，所謂的“美德袋”

就是一系列界定理想人格的特徵。

  現 代 美 德 理 論 的 復 興， 一 般 會 追 溯 到

Anscombe(1958)。她認為道義倫理學的“道德責

任”、“道德義務”以及“道德上的應該”等概

念，是基督教及其法律概念的倫理學的概念遺

留。由於這些倫理學總體上已經發生了變化，這

些概念遺留在脫離總體之後是有害的，應該被拋

棄。按照 Nussbaum(1999) 對幾種主要的美德倫

理觀的概括，美德倫理的辯護基礎至少有三點：

其一、道德哲學應關注主體及其選擇和行動；其

二、道德哲學應關注主體的動機、意圖、情感和

欲望。其三、道德哲學還應關注主體的整個道德

生活，包括主體的責任、行動以及情感模式。用



分析發生在中國大陸小學中的榜樣嬗變提供了分

析工具：以美德倫理為基礎的德育理論，在應用

榜樣法時，強調的是榜樣自身，認為道德行為的

關鍵因素是榜樣本身的品格；以道義倫理為基礎

的德育理論，在應用榜樣法時，強調的是道德原

則，榜樣本身並不重要，榜樣只是這些原則的載

體，強調的是根據原則對榜樣行為進行評價。

  在以美德倫理為基礎的德育理論中，榜樣

常常是“英雄”形象，以實名來指稱。例如，

品格教育中的榜樣人物形象包含了 Socrates、

Gandhi、Martin Luther King、Mother Teresa 等

人 (Kristjánsson, 2006)。這些人的品格都有過人

之處，名留青史，在用來教育學生時是以實名指

稱。在以道義倫理為基礎的德育理論中，榜樣常

常是“普通人”形象，以化名指稱或者乾脆不賦

予姓名。例如，Kohlberg(1958, pp.361-375) 在其

博士論文研究中設計了 9 個假想的情境，以此作

為訪談工具。這些情境中出現的人物形象包括

Joe 和 Alexander、Heintz 和醫生、船長和韓國人

以及消防隊長 Diesing。這些都是虛擬的人物形

象，採用了化名或不予命名。

  上文所述的中國大陸小學德育課程中對榜樣

的不同使用方式，分別近似於這兩種國外德育理

論，表現為由“英雄”形象到“普通人”形象的

轉換。在表現“英雄”形象的時候，會以“英雄”

人物的實名來指稱。在敍述“英雄”事蹟的時候，

雖然不可避免地要進行一些加工，但還是力求呈

現人物本身的特點。這與以美德倫理為基礎的德

育理論對榜樣的處理一致。在表現“普通人”形

象時，會採用化名或者乾脆不予命名。敍述中核

心的部分是這個人的行為，這個人是誰以及這個

人本身的品格都不重要。這種對榜樣的處理方

法，與以道義倫理為基礎的德育理論一致。這個

分析結果，可大略用圖 3 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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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te(1992, p.89) 的話來說，美德倫理首先要處理

的是德性的概念，而不是義務概念；美德倫理更

強調主體及其動機、品格特徵，而不是對主體的

行動和選擇進行評價。可見，美德倫理在應用榜

樣時關注的是榜樣本身的屬性，而不是榜樣的行

為是否契合規則。

  Kant 的道義論倫理觀和 Anscombe 等人的美

德倫理觀還可以分別上溯到 Plato 和 Aristotle 的

理論，他們所代表的道義論和美德論可以認為是

兩種基本的倫理理論，可以成為道德教育理論的

兩個迥異的理論基礎。例如，Carr(1983) 就曾將

道德教育理論概括為三類：其一、適應理論：這

種道德教育是幫助人們獲得特定文化中的道德意

識形態。其二、自治理論：這種道德教育關注個

人自由，幫助人們發展自主進行道德決策時所需

的能力。其三、美德理論：這種道德教育是通過

角色榜樣和對道德行為實踐的指導來發展學生的

道德。在這個分類中，自治理論和美德理論分別

以道義論倫理學和美德倫理學作為理論基礎，代

表了德育理論的兩個主要類型。20 世紀，在英語

國家頗為重要的“道德發展階段論”強調的是學

生的道德認知判斷，是帶有“自治理論”色彩的

德育理論；“品格教育”則是強調學生的品格型

塑，是帶有“美德理論”色彩的德育理論。

    因為德育中的榜樣法是依靠情感而不是理

性、依靠外部驅動而不是內部驅動、依靠他律而

不是自律，所以不同倫理基礎的德育理論對榜樣

的使用方式，或者在是否應用榜樣的問題上的選

擇也不相同。基於此，可以得到一個有關榜樣的

分析架構，在德育理論的倫理基礎與榜樣應用之

間建立聯繫。

（二）中國大陸小學德育中的榜樣嬗變的趨勢

  上述有關德育理論倫理基礎的討論，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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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顯示了中國大陸小學德育由“英雄”到

“普通人”的榜樣嬗變趨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德育中使用的榜樣形象發生的嬗變，帶來教學重

點的變化，反映了小學德育倫理基礎的變化。我

們認為，這同時代表了中國大陸小學德育理論基

礎的一種轉向。

三、有關中國大陸德育課程的進一

步思考

  上文描述了中國大陸小學德育課程中出現的

榜樣嬗變，認為在課程改革前後小學德育中應用

的榜樣開始從“英雄”形象過渡到“普通人”形

象。參考德育理論的兩種基本的倫理學基礎，我

們認為這一榜樣嬗變同時標志著中國小學德育倫

理基礎的轉向，即由美德倫理轉換為道義倫理。

    在分析德育理論的倫理基礎時，我們已經指

美德倫理

美德

英雄

道義倫理

道德原則

普通人

圖 1：榜樣及其倫理基礎 出，不同的倫理基礎對應用榜樣的方式會構成影

響。實際上，這種影響還會波及德育的其它方面，

例如：教學目的是培養道德品格，還是學習行為

規則？教學方法是注重學生感受、體驗，還是行

為管教？教學內容是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還是

成人的生活內容？在師生角色上，學生是自主學

習者還是被動接受者？教師是學習的指導者還是

學習內容的代言人？在這些問題上，以不同倫理

理論為基礎的教師，都可能有不同的選擇。這些

連帶的都變革有待教育研究者與教師進一步研

究、分析。

    本文對榜樣嬗變的描述與分析，只是揭開了

中國小學德育課程改革的一角。由於德育課程改

革本身基本不能認為是一個理論驅動的變革過

程，德育課程變革的產品很可能包容多種倫理基

礎，因此在我們展示的這個角落之外，還可能有

更為豐富的圖景。在本文中我們強調，榜樣嬗變

及其昭示的德育倫理基礎的轉向，表明長久以來

成人化、政治化的中國小學德育開始“解凍”。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我們放棄以理想人格為榜樣

的“正面教育”的同時，是否已經準備好幫助學

生自主進行道德選擇呢？當代中國社會真的需要

這樣一場“理性風暴”的洗禮嗎？英雄時代之後，

等待我們的是什麼？這些都是值得教育研究者深

思的問題。

1 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頒布了許多與小學德育關係密切的文件，例如：《全日制五年制小學思想品德課教

學大綱 (試行 )》(1982)、《全日制小學思想品德課教學大綱》(1986)、《小學德育綱要 (試行草案 )》(1986)、

《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思想品德課教學大綱 ( 初審稿 )》(1990)、《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思想品德

課教學大綱 ( 試用 )》(1992)、《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思想品德課和初中思想政治課課程標準 ( 試行 )》(1997)、

《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思想品德課和初中思想政治課課程標準 ( 修訂 )》(2001)、《全日制義務教育品德與生

活課程標準》(2002)、《全日制義務教育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2)。本文選擇的兩套教科書，分別根

據《全日制小學思想品德課教學大綱》(1986) 以及《全日制義務教育品德與生活課程標準》(2002)、《全日

制義務教育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2) 編寫。它們代表了中國小學德育學科的兩個不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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